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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中国新闻媒体越来越重视对公共安全危机事

件的报道，在恶性暴力事件发生时，大多数能站在批判的立

场上抨击暴力行为、揭示犯罪原因并总结经验教训。但也有

不少新闻报道存在潜在的暴力思维倾向，一定程度上助长

了社会戾气，反映出新闻工作者对公民基本权利的无知和

漠视。此前学界多从新闻采访角度对“媒体暴力”现象进行

伦理反思，实际上在新闻文本呈现上这种暴力思维亦有显

露，表现在媒体角色定位、言语与画面处理、议程设置、事件

归因等多个方面。在新媒介技术日益发达的背景下，专业新

闻机构、职业新闻人和新闻价值标准都发生了变化，作为新

闻专业主义重要内容的传播伦理也面临着转向。

一、“以暴制暴”的媒体审判

凶手的暴行引发社会舆论强烈谴责与情绪表达，本是

正常反应。但是在司法程序还没有完全展开的前提下，一些

新闻报道先行做起了“媒体审判”，利用所谓“百姓的声音”
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民间刑罚裁量，在谴责行凶者时，将“以

暴制暴”当成合理合法的媒介手段，甚至用具有暴力色彩的

语言宣泄愤怒。
201 0 年南平校园凶杀案事发之初，某报纸在显著位置

高调引用了当地一名出租车司机对凶犯的谴责：“他应当被

枪毙？按我们南平人说法，应该一刀刀割掉他的肉！”还有一

些媒体怒不择言地摘登群众的激愤话语：“恶棍们，向你们

翻青白眼都是谦虚，向你们诅咒都是宽恕，你们该下十九层

地狱！”一家媒体甚至编发一篇名为《真该凌迟》的评论，用

情绪化而非理性的法理反复评说凶手“该杀”。
“媒体审判”现象是媒体权利过分膨胀之后的畸形产

物，将舆论的“权利”意识异化成了“权力”意识。在犯罪事件

中，新闻媒体的基本角色是环境的监测者和预警者，但上述

媒体却把自己当成了裁决者，潜在地认为自身有权力代表

“正义”去宣判罪犯。在这种心理优势的驱使下，媒体发生了

权力越位———记者报道的“权利”变为审判的“权力”。一旦

遭遇法律意识淡薄的媒体，那么他们的公共话语权也就恶

化成了语言暴力。①不去引导受众思考如何依靠法律理性地

解决冲突，如何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等问题，反而将群众

的口舌之快当做“民意”引向舆论的风口浪尖，恰恰放弃了

媒体“舆论引导”这一基本职能。
“媒体审判”行为一方面会制造巨大的舆论压力，迫使

法院按舆论代表的所谓“民意”办案，进而可能影响司法公

正；另一方面在法制日益走向健全的条件下，“媒体审判”
是违法行为，与我国法律“无罪推定”、“罪刑法定”等原则

相悖。
应该说，暴力事件一定程度上正是酝酿于社会仇视和

人情冷漠，而“以暴制暴”思维只会为激发新的社会仇恨累

积能量。事发地有一名小学生在作文中这样写道：“你要真

忍不住仇恨，你就去杀那些贪官，你怎能杀掉这么多可爱的

孩子？”不管是杀孩子还是杀贪官，满口皆“杀”、视生命如草

芥的控诉方式恰恰揭示了社会戾气对孩子潜移默化的影

响。而这种非理性情绪和简单思维正是不少犯罪新闻报道

热衷于炒作的。

二、暴力细节呈现与社会戾气传播

在关于犯罪新闻报道的研究中，犯罪事实的处理尺度

一直是业界和学界的焦点问题。日本《NHK国内节目标准》
规定:“对于犯罪的手段和经过，不做必要限度以上的描写

……不得对残虐行为和肉体的痛苦进行详细描写和夸大的

暗示。”目前中国新闻界尚无具体的法律法规对此作出明确

规定，能见到的相关文字规范也多以行业自律形式出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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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新闻工作者更多地是出于自身道德良知和人文素养来进

行把握。
犯罪模仿理论认为，没有他人的影响，犯罪不可能产生

并发展。新闻媒体在其中虽不是唯一的诱因，但也起到了一

定的拉近潜在施暴人从犯罪幻想抵达实际行动的心理距

离。这种作用在犯罪动机、犯罪手段、施暴目标和实施犯罪

后如何克服恐惧心理等方面都有体现。美国校园暴力和防

自杀专家科尔曼将之称为“媒体示范效应”。②在系列校园暴

力事件报道中，一些媒体对犯罪事实有闻必录，甚至不惜浓

墨重彩，其预期效果显然还停留在迎合受众猎奇心理这样

的浅表层面，并未对细节处理不当引发的社会影响有所警

觉。具体表现有如下三种：

一是将个体性的、偶发性的施暴动机强化成为某种社

会必然。潜在施暴人的反社会心态大多由社会环境、家庭背

景、人生际遇等各种因素综合影响而成，具有一定的个体偶

然性。但不少报道在分析施暴动机时并未进行更专业深入

地采访，仅剥离出其中的语言表象加以重复报道。比如：

他一直重复“我对社会不满”这句话。
他嘴上说着“有人不让我活，要将我逼疯，别人也别想

活。”
郑民生选择在当地条件最好的小学对孩子下手，是想

制造轰动效应，让外界知道他在原单位受了委屈，让自己的

仇人也被外界仇恨。
这类对“报复社会、制造轰动效应”的动机猜想似乎有

一些现实依据，但远不是杀人动机的全部。但这类对动机的

猜测高频率出现会让有相似处境的潜在施暴者找到某种行

凶的“合理性”。新闻报道在“对社会不满”和“暴力杀人”中
做了简单的因果对应，让暴力杀人成为宣泄社会不公的手

段之一。据《北京晚报》报道，南平事件后，单北京一地就发

生 7 起针对中小学幼儿园的案件。深圳一男子曾在网络上

散布“杀童”恐怖言论，被抓后当即承认这样做是“为了吸引

社会关注”。
二是新闻报道中对施暴计划、施暴手段和施暴现场过

度呈现。一些报道将施暴者的行凶计划原封不动地还原，甚

至对某些与新闻主线不相干的细节津津乐道，比如“他原计

划杀掉 30 个孩子”这样血腥的句子。借施暴人的描述，对如

何有效地使用凶器、如何选择致命的刺杀位置等都详细报

道。部分新闻还特别强调使用刺激性的词语和图片，强化行

凶细节。比如“抓着学生书包，凶手残忍割喉”、“55 秒！前外

科医生捅杀八学童”、“这人捅孩子，简直像割菜”、“多次搅

动匕首柄”等等。记者认为是伸张正义，却忽略了对逝者的

悲悯和尊重；看似谴责暴行，却为潜在施暴者预见犯罪的

“有效性”和“可行性”提供了参照。在相继发生的 6 起类似

案件中，有 5 起作案工具都是刀具，这不能不引人深思。
三是将施暴对象标签化的倾向也很明显。在对南平、泰

兴、雷州等多个案件的报道中，受害学校及幼儿园都被媒体

贴上了“重点小学”、“贵族幼儿园”之类的标签，意欲揭示贫

富分化严重、社会等级明显等社会现状对施暴者产生的心

理重压。但这种预设的报道意图过于急切，标签之下未必都

有确凿的事实作为依据。泰兴受害幼儿园的孩子家长表示，

他们所在的幼儿园并不是全市最好的，并向记者指明最好

的幼儿园是哪一个。家长的担心既表明了他们对暴力可能

再袭的恐惧，也透露出他们对媒体引导的担忧。一些犯罪是

无目标、无针对性的，新闻报道却有意无意地将受害者的某

种身份特征作为新闻点，有可能为潜在施暴者明确地指出

了伤害目标。
对犯罪事实不加选择、有闻必录的做法暴露了新闻真

实和新闻伦理之间的矛盾。一些媒体工作者将呈现新闻现

场和细节凌驾于一切之上，认为这才是新闻伦理的最高标

准。对犯罪过程进行全景再现可谓真实而全面，却是以有违

新闻伦理的自然主义表现为代价的。③从新闻接受的角度来

看，这些充斥着暴力元素的语言和画面无意中将受众绑架

为刑场的看客———在古代，对杀戮过程的展示被认为是一

种无以复加的惩罚和警示。但现代受众不是看客，而是独立

的且有尊严的传播对象。
如此简单地处理暴力细节与现阶段我国媒体短视的、

功利性的传播动机分不开。尽管打着同情、正义或救援的幌

子，还是难逃吸引公众眼球的基本动因。201 2 年的“周克华

持枪抢劫案”，中国官方媒体发布了一组周克华被击毙后的

照片，多家海外媒体称其“毛骨悚然”，将这些照片同重庆

市民兴高采烈围观击毙现场放在一起报道，刻意营造出一

种中国社会自上而下缺乏人情味的氛围。④从犯罪模仿、受
众心理和国际影响等角度来看，这种对暴力细节有闻必录

的做法都是有害的。

三、议程设置中的暴力发酵

在新闻议程设置中，将犯罪行为夸大和重复处理也拷问

着新闻真实性应有的尺度。一些媒体不惜动用大量版面细致

报道犯罪过程。本文对系列校园暴力事件发生初期 6 家相关

报纸的版面安排进行统计后发现，报纸对此事件的版面预留

充分，大都将之置于头版显著位置或使用专版报道。
新闻对版面资源的占用与其自身的新闻价值成正比。

恶性危害事件新闻关注度高，多占一点版面资源无可厚非。
但是报道尺度同时要兼顾到新闻本身所具有的社会杀伤

力———满足受众的知情权并非对他们未知的内容不加节制

地渲染、重复和夸大。南平事发后第一天，某报整版报道用

带血的刀具作为题图，用正在清洗“血流成河”的校门口作

为主图，再加上“割喉”、“砍杀”等刺激性标题（见图 1），更

加深了受众对社会环境的恐惧感和无措感。

图 1 2010 年 3 月 24 日《南方都市报》，A05 重点版

除了版面资源的配置以外，新闻议题的设置也反映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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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对暴力过程的高度“迷恋”。新闻议题可以分为“事实议

题”和“价值议题”。事实议题总是指向命题分析、客观陈述

和内在理由；价值议题则指综合命题、主观评价和外在理

由。本文对系列校园暴力事件的新闻议题进行了分类统计

（见表 1），其中“事实议题”是指对案件发展过程的呈现，对

政府、学校相关措施的客观反映；“价值议题”则是指社会各

界人士对事件背后深层社会问题的反思和质询。

统计结果表明，关于校园暴力事件的“事实议题”占到

总议题的 82.3%，而“价值议题”只占了 1 1 .4%。犯罪事件的

发生归根结底是一种“社会病”，如何建立健全公正的社会

制度；如何减轻边缘和弱势群体的反社会情绪；疏导心理

能量；以社会精英身份出现的媒体人该怎样反思新闻报道

无意识的暴力行为，本应是媒体不可忽略的价值议题，遗

憾的是这些议题只是偶有涉及，且都不是都市媒体报道的

重点。
从 2003 年“非典”报道开始，中国新闻学界一直从新闻

伦理角度反思传播方式对受众心理的干扰及其与传播意图

的背反。灾难性事件本身已经对受众产生负面影响，而大篇

幅、高密度的报道则会大大加深这种负面影响，造成视听窒

息乃至集体恐慌，“非典”时期中国民众“谈非色变”的恐慌

与当时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不无关系。汶川地震后，大量破

坏性现场和惨烈的血腥场面既让灾区受众二次暴露于灾难

情景中，也对其他受众造成情感伤害和精神恐慌。⑤实际上，

新闻传播中的受众考虑因素包含两个层次，一是吸引和保

持读者的考虑因素，二是保护读者和社会秩序的考虑因素，

而后者往往被忽视。
具体到犯罪新闻的传播，提高聚焦度的报道过程也干

扰着普通受众对犯罪现象的认知。英国学者格雷姆·伯顿在

《媒体与社会》一书中指出，报纸中有关犯罪和暴力的报道

与现实生活中的犯罪率匹配度并不高，也就是说媒体的相

关报道往往夸大了恶性犯罪案件出现的频率。对苏格兰一

份报纸的分析表明，暴力犯罪和性犯罪在所有犯罪新闻中

占了 45.8%，而根据警方统计，这两类犯罪只占所有犯罪案

件的 2.4%。⑥大众传媒所塑造的拟态环境在认知上或许比现

实社会更加危险，加剧了公众对于社会的不安全感。

四、事件归因中的权利盲区

对暴力事件最初的震惊过去之后，受众需要了解事件

发生的深层原因，媒体的“归因”报道由此展开。暴力犯罪行

为发生一般有特定的社会根源，比如弱势群体的艰难生存、
贫富不均、官员腐败、社会制度不健全等；也有施暴者的个

体原因，比如不良成长环境、不健康心理疾病和随机性触动

诱因等。客观地说，暴力行为是多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带有一定的必然性，也兼有偶然性。审视必然因素、厘清偶

然因素、探究内外因的相互作用都应该是媒体报道的重点。
但是，一些新闻报道却将复杂的社会问题简单地归结为社

会不公、恋爱失败、失业、施暴者精神疾患等。特别是对施暴

者个体原因的草率结论有可能形成新闻媒体的潜暴力。
在系列校园暴力事件中，施暴者郑民生的犯罪动因扑朔

迷离。媒体找来各路心理学和精神病学专家分析当事人的心

理状况，定义为“反社会人格障碍”、“逆反心理”、“觉得无助”
……有专家甚至断言：“一连串凶杀案的背后，凶手都患有心

理疾病。”事实上，出于多种力量的牵制，郑民生的司法精神

鉴定结果至今没有对外公布。但这并没有妨碍事发当时一些

媒体策划整版报道，列举出“心理疾病常见症状”让人们能够

更快识别出这类人群。一场对精神病患者的群众性集体恐惧

蔓延开来。有人在对死者的哀悼寄语中写道：“孩子去吧，天

堂里没有‘疯子’”；某报刊登网友留言：“应考虑加强精神病

患者的免费收治工作，统一管理控制，以免有暴力倾向的患

者对社会构成危险。”一些地方公安部门甚至加强了对社区

精神病患者的排查和管制。不少邻居、同事和同学在记者的

一再追问下，不得不开始努力回忆凶手郑民生的不正常迹

象；比如“一位自称郑民生高中同学的女性对其杀害学生之

举感到震惊，但又觉得冥冥之中有注定。”“不是我落井下石，

他（郑民生）高中时候就有那么一点神经质。”
精神病患者是否必然具有暴力危害？实施暴力行为的

精神病患者需要哪些法律保护？启动司法精神病鉴定的权

力掌握在谁手里？未能按法律程序进行鉴定的行为背后又

潜藏着哪些力量的博弈？这不只是涉及对某类特定人群权

利的尊重。遗憾的是，一些媒体只在“精神病患者都有杀人

倾向”的圈里打转，讨论所谓的防暴措施。
在犯罪事件中，新闻媒体的作用不仅限于呈现新闻事

实、警示社会问题，还扮演了定义风险的角色。⑦上述媒体就

是以定义社会风险的“心理学模式”，将犯罪动机指向精神

疾病或心理失常。不同的归因会导向不同的解决路径，如果

媒体长期提供片面化的、零碎的归因模式，容易出现路径偏

差，如草率地将焦点指向精神病患者，形成了对这个群体的

“媒体逼视”。这种“媒体逼视”将精神病患者列为“被看”对
象，人为制造出“我们”和“他们”的对立，促使普通人对精神

病患者形成高度戒备。⑧

五、从犯罪新闻看传播伦理的转向

在新媒体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新闻专业主义的内涵

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传统新闻业集体转型、职业新闻人身

份重构、新闻价值标准重新建立……其中“重塑一种新闻伦

表 1 议题设置分类统计

议题类型 议题 数量 占百分比

事
实
议
题

案
件
报
道

案件基本情况、发展及结果 81 21%

受害者伤亡情况、背景调查 19 4.9%

犯罪者个人背景、犯罪动因调查 19 4.9%

总计 119 31%

安
保
情
况
报
道

中央及地方安全工作部署 61 15.8%

校方具体安全措施落实 112 29.1%

针对校园安保的质询及建议 27 7%

总计 200 51.9%

价
值
议
题

社会根源问题剖析 14 3.6%

相关人士的社会反馈、建议和行动 23 6%

媒体对自身报道的反思 5 1.3%

总计 42 10.9%

其它 24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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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不仅是拯救新闻专业主义的必要条件，也是维护信息生

态健康有序，整个社会和谐平衡的助推因子。”⑨在传统的新

闻伦理中，理性和责任的向度更多是从“事实”层面表现的，

即重视新闻报道真实、全面、客观的诉求。如今，这种取向应

该转变为“新闻事实”和“人文关怀”并重。因为新媒体文化

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文化，主体的觉醒和解放呼唤着对人

之价值的重视。在美国经典教程《媒介伦理学》中，菲利普·
帕特森指出，新闻工作者要重视被报道对象的“尊严”,看重

每一个人，不论这个报道是什么，或这个人在报道中扮演什

么角色。⑩人文关怀在犯罪新闻中的体现大致可以从以下几

个角度展开。
首先，使用的语言和图片应注意再现回避血腥与暴力。

除了局部遮蔽、整体模糊或剪裁等技术手段外，还可以采用

更为平和含蓄甚至软化的表现手法，侧重记者和编辑的表

现能力与思想深度。美国学者罗恩·史密斯指出，暴力呈现

必须经过审慎考量：“在决定是否刊登情绪激烈的照片时，

编辑和新闻主任往往会权衡三个因素：第一，照片是否有助

于说明报道内容；第二，公众是否有必要看到这些照片；第

三，同情照片中所摄人物的必要以及同情公众的必要。”輥輯訛

南平校园凶杀案发生后第一天，《齐鲁晚报》头版用 1 /2

版面刊登了一条滴血的红领巾，配两个字黑色标题“惊·
恸”，沉重简洁，给读者视觉和情感的双重震撼力。第二天该

报头版再配图片，内容为学生们布置学校门口哀悼的花墙，

角落里加了一支正在凋零的花朵，大标题为“哭泣的南平”。
读者既从中读出对逝者的哀思，更感受到坚强活下去的温

暖和勇气。（见图 2）

图 2 南平事件发生后第一天、第二天《齐鲁晚报》头版版面

其次，关注犯罪背后的新闻。在我国发生“周克华持枪

抢劫案”的前几天，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也发生了骇人听

闻的影院枪击案。美国当地媒体将报道重点放在了悲剧背

后的社会原因，对美国过于宽松的枪支管理、宣扬暴力的电

影作品等进行深刻反省。由于嫌犯曾接受过校医的心理咨

询无果，媒体也开始探讨美国心理咨询机制的漏洞。可见美

国犯罪新闻背后隐含的主线是如何避免相关悲剧再次发

生，力图通过惨痛教训激发社会性的思考。
据笔者统计，南平校园凶杀案发后 1 0 天左右的时间，中

国不少媒体都将报道重点转向多角度探讨暴力行为的防范

上，体现出较强的差异化报道意识。有的在视角上求新，比如

关注城乡差异，质询农村学校安全经费的落实，调查城市民

办幼儿园的管理漏洞等。《南方周末》刊发了一篇题为“保卫

孩子，他们发动了‘人民战争’———校园安全的海外经验”报
道，专门介绍海外的安保经验。《羊城晚报》就提升校园安保

功能策划了整版报道，内容涉及校园安全立法、应急预案和

长效机制，将问题提升到法律和制度层面，在深度上取胜。
第三，从关注施暴者到关注社会其他成员。每当悲剧发

生，中国记者往往将大量笔墨花在犯罪分子与作案过程上。
而与案情有关的受害者（包括嫌犯亲属）、破案人员、见义勇

为者则相对模糊。相比较，西方记者既追问制度、文化等宏

观层面的问题，也关注个体生存状态。《纽约时报》报道弗吉

尼亚校园枪击案时以《悲剧的一天:一个朋友，一位上帝的

聆听者，一个受害者》为题，追忆死难者及其同学、家属和朋

友的生活，讲述他们关于痛苦和勇气的故事。读者接受的信

息是：制造悲剧的人是冷血的，但我们的社会并不冷血。
近几年，中国新闻媒体对此类报道也多有反思和改良。

在周克华案件的对外英文报道中，新华社记者编辑跳出官

方发布的抓捕细节，加入了对重庆市民的采访、网民的评

价、民警抓捕过程的回忆等内容，力图通过普通人视角检视

一起恶性犯罪对中国社会生活的冲击，缩小“权威发布”可
能带给海外读者的距离感。特稿《连环杀人犯被击毙让中国

民众松了一口气》播发后，许多海外媒体也采用了类似的标

题，说明这种处理得到了海外媒体的认可。《中国日报》刊发

了《枪击案受害者无力支付巨额医药费》，呼吁政府加强对

恶性犯罪事件受害者的援助，为周克华案的系列报道增加

了一抹人性的亮色。特别是周克华被击毙，他的母亲遭到某

些媒体无情逼问后，新华社于次日发出英文稿件《中国网民

呼吁媒体宽待嫌犯家人》,客观指出嫌犯家人也是犯罪事件

受害者和舆论风暴中的弱者，他们保持沉默的权利应当得

到媒体和公众尊重。此稿件被境外媒体纷纷转载。
综合上述，目前我国犯罪新闻制作正处于转向时期，即

从二元对立的模式化思路中脱离出来，开始进行人文化、叙事

性的深度探索。暴力是一个受关注的新闻点，但并不意味着必

然是一个绝佳的利益整合点。在新的媒体环境中，具有人文关

怀立场的新闻才能避免报道行为本身形成的媒体潜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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